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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们肯定郭沫若诗歌的汉语新诗史价值，却往往忽视了其
在新诗文体上的贡献。郭沫若的文体实践既表现出强烈的破体冲动，又包含

着自觉的创体意识，在二者的互动中实践着 “五四”时期对新诗形式的探

索。郭沫若的新诗探索始终紧扣时代，呈现辩证开放的文体观：“《女神》

时期”是自由与自律的辩证，“左翼时期”是自我与他我的辩证，“颂歌时

期”是传统与现代的辩证。这一方面反映了郭沫若的诗歌文体探究与时代、

个体之间的扭结关系，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郭沫若的新诗写作在过分迎合历史

的同时，也导致其对新诗文体本体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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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百年中国新诗的发端者与开创者，新诗发展史的起点也多溯及

１９１７年 《新青年》上刊发胡适的 “白话诗八首”。① 然而论及中国新诗的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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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文化记忆视域下的白洋淀诗群研究”（ＨＢ２２ＺＷ００７）、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民国时期广州革命文学研究”（ＧＤ１８ＣＺＷ０７）的阶段性
成果。

主流观点认为，１９２０年 ２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 《尝试集》是第一部白话新诗

集；另一种观点认为，１９１７年 《新青年》发表 “白话诗八首”为新诗产生的起点；还

有一种观点，将 《新青年》１９１８年第４卷第１号发表的胡适等人的９首诗作为新诗诞生的
标志。参见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１０卷，安徽
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２９页；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转下页注）





基者，①文学史论著却往往把这个荣誉给予了郭沫若。① 这意味着郭沫若的诗

歌贡献不仅体现在文学史层面，更体现在他对新诗文体的探索与创造。

《女神》发表伊始，对郭沫若的诗歌研究随即从思想文化层面、艺术形

式层面、文献史料层面展开，另有学者从比较文学、文化人类学等角度进行

研究，但从文体观角度考察郭沫若诗歌并未有效展开。郭沫若诗歌的争议性

和两极化阅读现象依然存在，郭沫若诗歌风格、思想文化资源的变化混杂与

纠缠、诗歌观念的演变与内在矛盾等问题，迄今为止众说纷纭。事实上，上

述问题都与郭沫若立足历史语境的诗歌文体探索紧密相关。厘清郭沫若诗歌

文体观，解析其与历史语境、个人体验的互动过程，或许是破解郭沫若诗歌

研究系列难题的可能路径。

一、破体：郭沫若新诗文体实践

在何种意义上使用 “文体”来指认郭沫若的新诗实践？通常意义上，

文体为文章体裁，但详细考察中外 “文体”概念的理解，它包含着文学创

作论、本体论、接受论的意涵，甚至可以说包含着文体哲学。它既涉及文学

的本体形式问题，也涉及文学与作者、文学与时代之间扭结的关系。然而，

我们认为韦勒克与沃伦的 “文体学”理解，更契合以文体观研究郭沫若诗

歌的思路，即 “语言的研究只有在服务于文学的目的时，只有当它研究语言

的审美效果时，简言之，只有当它成为文体学 （至少，这一术语的一个含

义）时，才算得上文学的研究”。② 对郭沫若而言，新诗文体实践及文体观

是作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综合性与典型性的即时性理解介入新诗发展史的。

而通常意义上，我们将现代汉语新诗理解为古典诗歌传统与西方现代诗歌传

统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现代文体。此一认识虽然道出了现代汉诗的文化渊源，

但是却没有真正切近作为现代文体的新诗的文体内涵，并没有从文体意义上

对现代汉语新诗进行思考。

新诗的开路先锋胡适所想象的新诗，是作为现代启蒙的媒介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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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页注①）《东方杂志》第３１卷第１号，１９３４年，第１５页；姜涛：《“新诗集”与中国
新诗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 １３３～１３４页；沈用大： 《中国新诗史

（１９１８—１９４９）》，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２１页。
将郭沫若的 《女神》作为新诗的奠基之作，在于它从文体形式和诗歌精神上真正确立了

新诗的合法性地位。参见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２３３页；温儒敏、赵祖谟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２１页。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等译，浙

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１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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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的是自由与白话的媒介性和功能性。正因如此，“五四”时期汉语新诗

的文体探索举步维艰，其文体意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遮蔽。王珂认为，“二

十世纪汉语诗歌的文体建设太薄弱，经历了一条十分曲折的诗体构建之路，

以致现代汉诗 （新诗）百年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文体自发阶段、从文体自

发到自觉的过渡阶段和幼稚的文体自觉阶段，从未真正进入成熟的文体自觉

阶段，建立起成熟的诗体”。①

“２０世纪以来中国新诗的变革，是呼应社会现代转型所进行的一场想象
方式和艺术趣味的革命。从语言形式入手的新诗变革，面对着既学走路又要

跑步的两难与煎熬。诗人不仅要学习现代汉语写现代汉语诗歌，更要学着在

现代汉语形式里安顿新的、现代的诗思和诗趣。故而，现代汉诗视野里的新

诗语言问题，根本上说是如何运用现代汉语写新诗的问题。”② 可以说，汉

语新诗从诞生之初即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来自中国古典诗

歌传统的质疑，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现代诗歌的宰制。新诗要想获得独立自主

的合法性地位，就必须实现对民族传统与域外经验的双重吸纳、融汇与突

破，这也就必须通过新诗文体上的自我证明来实现。新诗合法性的起点危

机，说到底是新诗的文体危机。早期白话诗创作之所以屡遭时人指摘，就在

于它既没能完全摆脱中国古典诗歌传统 “影响的焦虑”，又不断陷入西方现

代诗歌经验的既有框架。因此，理解文体意义上的独立才能真正破解新诗的

合法性困局。如何从文体意义上思考现代汉语新诗的合法性，这是理解现代

汉语新诗和郭沫若新诗实践价值的重要前提。

作为现代文体的汉语新诗之所以被诟病、被质疑，没有发展成熟，也正

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关注的只是新诗文体的某一层面。“五四”时期侧重其

思想启蒙功能；左翼时期强调其宣传功能；到了新月派、早期象征派和现代

派诗人那里，则倒向较为封闭的形式本位主义，这就造成对新诗的文体探索

始终在一种矫枉过正的怪圈中循环。要想真正切近汉语新诗的文体本质，必

须在形式论、主观论和语境论的交叉地带秉持整体性与综合性的新诗文体

观，这是中外文艺史在文体实践中不断检验和证明了的。这种综合性的新诗

文体观，很难在静态的阶段性和个人性创作中实现，必须在动态的过程中才

能把握。而郭沫若超过半个世纪的诗歌文体实践，恰好为我们思考汉语新诗

文体提供了典范性的标本，他的创作实践很好地体现了综合性的新诗文

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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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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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珂：《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北方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５２５页。
傅修海：《现代汉诗视野的新诗语言问题刍议———现代中国汉语新诗发生史考索》，《学

术交流》２０２０年第 ７期，第 １７３页。



新诗作为现代中国文学文体，是在历史生存的功能性诉求与形式化表达

的促动下出现的。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新诗才能有效确立自身的合法性与发

展动力。它不是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旗手们振臂一呼的结果，更不是胡

适们尝试性创作开创的结果，而是历史生存、语言文化现状和无数诗人从自

由向自觉不断实践的产物。新诗作为可能的现代文体，是历史语境、现实生

存和个人创化共同作用的产物，是三者之间默然神会、相互促动、耳鬓厮磨

的结果，是朝向未来与现实无限可能的形式诉求。从这个意义上看，对郭沫

若诗歌的考察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文化特征、形式风格分析、版本考订的单

维考察，而是要建立整体的文体观。

郭沫若诗歌的典范意义，就在于他实践了综合性与整体性的新诗文体，

确立了典型的现代新诗文体观。在他的新诗文体实践中，诗歌的思想文化内

涵、形式风格特征、个人生存体验是相互滋养、互动生成和彼此敞开的。他

对新诗的选择不是孤立地从某个立场、某种诗歌观念出发的，而是立足于

“五四”历史语境、域外生活和个人想象的大胆创造。因此，他的诗歌文体

观呈现驳杂、流动与矛盾的特点。

在郭沫若的新诗文体实践中，文体的三个层面，即形式规范、个体情思

和时代语境是混融一体的，在历史性的脉络中逐渐展开的，呈现流动性与开

放性的特征。正是在这三个层面的持续探索，共同塑造了郭沫若综合性、整

体性的新诗文体观。也正是这种新诗文体观，更加能够容纳作为现代文体的

新诗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的内在矛盾、扭结与挣扎。要想深入把握这一复

杂的过程，必须回到郭沫若新诗文体实践的历史脉络中去发掘，具体表现为

自由与自觉、自我与他我、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从破体到创体：郭沫若新诗文体实践三时期

郭沫若的新诗文体观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现实语境下的文体实践中形成

的，其文体实践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 《女神》时期、① 左翼时期和颂

歌时期。在不同历史阶段，郭沫若新诗文体实践的动力与特征都发生着内在的

演变，表现出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既包括新诗的形式规范层面，也包

括诗人个体思想情感和特定的历史语境层面。三者之间的对话、扭结和互动共

同造就了 “变体”与 “破体”之间的内在张力。这种 “变体”与 “破体”交

叉在与时代的互动中，共同塑造着郭沫若辩证的诗歌文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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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女神》时期”，是蔡震对郭沫若诗歌创作进行分期时提出的概念。参见蔡震：《一个

历史的文本 （代编辑说明）》，郭沫若：《〈女神〉及佚诗》，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
第 ２９６页。



（一）《女神》时期：新诗文体观的自由与自觉的辩证时期

《女神》初版于 １９２１年 ８月 ５日，由泰东图书局出版发行，是郭沫若
１９１４到１９２１年之间作品的选集。这意味着同一时期存在部分佚诗，① 它们
共同构成郭沫若在 “《女神》时期”的创作风貌。文学史上对 《女神》，乃

至郭沫若诗歌在这一时期的认识，存在某种以偏概全的问题。按照蔡震先生

的观点，“《女神》时期”大体指的是 １９１５年至 １９２４年，亦即郭沫若留日
十年。《女神》及这一时期的佚诗，共同构成了郭沫若这一时期纷繁的诗歌

风貌。同时，他在诗歌文体上兼容并包的积极实践，表现出自由与自觉的文

体特征。《女神》初版本书名后加上 “（剧曲诗歌集）”，无疑也是郭沫若对

新诗宽泛、自由的文体认知与动态文体建构的体现。

自由的文体特征，首先和开放多元的文化背景有关。郭沫若在留日期间

大量阅读欧洲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表现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相

关文艺著作，包括尼采、歌德、惠特曼、泰戈尔、拜伦、雪莱等人的文艺作

品。日本的民俗、宗教等文化资源也构成他这一时期重要的精神资源。另

外，郭沫若自身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又为其这一时期新诗文体观的形成

提供了内在基础。多元的文化背景促使郭沫若在充分考察不同文化系统中诗

歌文化的差异性后，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宜于表现自我的新诗文体。其次，

这种自由的新诗文体观与诗人自由叛逆的个性相关。从郭沫若的成长经历即

可看出，作为 “五四”启蒙思想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的文化血

液中注入了强烈的反叛性。当这种反叛性与多元的文化背景相遇合，郭沫若

的诗歌文体注定是不拘一格的。这一实践本身即昭示出文体哲学自身的悖论

性。文体本身内在地要求着语言言说相对稳定的、带有普遍性的表达程式，但

是郭沫若的新诗文体实践恰恰在不断地胀破文体的程式化特征。这一自由的文

体实践过程，再一次证明了新诗作为一种可能的诗歌文体的内在张力。

“文体绝不应该被理解为绝对自由的领域……诗不例外，它也只能在自

我把握中争取最大自由。”② 自由并不意味着蔑视一切形式的因素，相反，

可能是对文体形式更加虔诚的探索与追求，其中包含着更加内在的文体自

觉。从整体上来看郭沫若 “《女神》时期”的诗作，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

点。虽然郭沫若在这一时期的文体实践中既有白话口语的自由奔放、宗教题

材的静穆沉潜，又有谣曲式的清晰灵动和古风风格的恬淡清新，但是在这表

面自由的文体实践中却包含着自觉的文体意识，即自我与世界、自我与语言

的深度对话。他始终坚持诗歌是从自我出发，在与世界和语言的碰撞化合中

产生的。正如他在讨论文艺的生产过程时所提到的：“艺术是从内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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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郭沫若：《〈女神〉及佚诗》，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２９６页。
吕进：《论诗的文体可能》，《新诗文体学》，花城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第 ２５页。



它的受精是内部与外部的结合，是灵魂与自然的结合。它的营养也是仰诸外

界，但是它不是外界原样的素材。”①

在谈到郭沫若的诗歌观念时，经常被引用的是他在致宗白华的信中说

的，“诗不是 ‘做’出来的，只是 ‘写’出来的”，“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

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 Ｓｔｒａｉｎ，心琴上弹出来的
Ｍｅｌｏｄｙ，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
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底天国”。② 在此基础上，郭沫若甚至为新诗总结

出了一个公式：诗 ＝ （直觉 ＋情调 ＋想象） ＋ （适当的文字）。这看似强调
新诗文体对自我表达的肯定，但公式本身也说明，郭沫若自觉认识到主观的

情感表达必然还是要 “写”出来，必然要形诸文字，必然需要 “适当的文

字”才能将其呈现出来。

没有经过形式化的自我表现，无异于空中楼阁。在郭沫若这一时期的诗

歌中，既有狂飙突进的破坏者和创造者形象，又有深情的父亲形象和恋人形

象。在不同的情感表达中采取不同的诗歌文体策略，这恰恰说明郭沫若具有

自觉的文体意识。而这种自由与自觉的矛盾与辩证关系，恰恰是我们在研究

中容易忽视的。正如学者李怡在评价郭沫若的 《〈女神〉及佚诗》的价值时

所指出的：“到今天为止，人们的研究主要还是以诗人特定时期的诗歌选集

或文论选集为根据的，这便有可能将充满动感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固定化，而

严重忽略了其中流动变化甚至包含着若干自我矛盾的因素，尤其对郭沫若这

样不懈探索、‘运动’一生的诗人。”③ 这一点在郭沫若对新诗节奏形式的态

度转变中可以发现：“抒情诗是情绪的直写。情绪的进行自有它的一种波状

的形式，或者先抑而后扬，或者先扬而后抑，或者抑扬相间，这发现出来便

成了诗的节奏。所以节奏之于诗是它的外形，也是它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没

有诗是没有节奏的，没有节奏的便不是诗。”④ 由此可见，“《女神》时期”，

郭沫若的新诗文体观和诗歌创作风貌是在自由与自觉的震荡、矛盾与对话中

生成的，表现出鲜明的辩证特征。正因如此，对这一时期其作品和文体观的

认识要摆脱整体化的片面性与武断性，毕竟 “对于一位充满感性色彩的作家

而言，理性的表述往往只是他丰富观念的一部分 （虽然这是相当重要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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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他一些细微的甚至包含矛盾的选择需要结合作品，甚至作品的编辑

增删来加以体察和认识”。①

在自由与自觉的辩证互动中，郭沫若在 “《女神》时期”的新诗创作呈

现左右逢源、行动裕如、不拘一格的丰富性。如是，郭沫若的新诗文体探索

才能裹挟着时代烟尘，朝向不断展开的新的可能。

（二）左翼时期：新诗文体观的自我与他我的辩证时期

郭沫若的诗歌实践始终紧扣时代的脉搏。１９２４年，郭沫若翻译了日本
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思

想，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实现了对其早期接受的泛神

论思想、个性解放思想和启蒙主义在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转向。

在 “《女神》时期”泛神论主导的哲学框架中，郭沫若实现的是自我与

世界的平等对话和辩证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中，自我已经扩大到他

我的层面，实现的是更广泛的平等对话与和谐统一。这里的 “他我”，包含

自我的他者化和他者的自我化两个层面，强调的是自我与外界的辩证互动和

相互建构的关系。这意味着，郭沫若对自我、个性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认知

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郭沫若１９２５年曾说：“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
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

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

免出于僭妄。……但我这么说时，我也并不是主张一切的人类都可以不要个

性，不要自由；不过这个性的发展和自由的享受，是不应该由少数人独占

的！要发展个性，大家应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享受自由，大家应得同样地

享受自由。但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

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

与自由！”② 郭沫若这种自由观和关于自我的主体性认识的转变，彰显的是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当思想从自我的世界走向他我的互动空间，郭沫

若的诗歌言说、结构与想象，亦即新诗文体观也必然随之变化。

郭沫若在左翼时期的诗歌文体观转变，主要体现在 《瓶》和 《恢复》

中。在这两部诗集中，自然意象和现代口语语汇仍然占大部分，但社会、革

命语汇明显增加。即便是自然语汇和私人经验表达的语汇，往往也被赋予某

种革命内涵。比如 《恢复·述怀》中的抒情对象就从 “春天”转换为 “革

·９３·

景立鹏　傅修海：破体与变体：郭沫若新诗文体观探赜

①

②

李怡：《郭沫若 〈女神〉时期佚诗的文献价值———以 〈《女神》及佚诗〉为中心》，《湘

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 １期，第 １０１页。
郭沫若：《〈文艺论集〉序》，《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１５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版，第 １４６页。



命”：“我的歌要变换情调，不必常是春天，／或许会如象肃杀的秋风吹扫残
败，／会从那赤道的流沙之中吹来烈火，／会从西比利亚的荒原里吹来冰
块。”① 此处，秋风扫落叶、烈火融寒冰的自然语汇，被赋予了革命意识形

态话语。接着，诗人直抒胸臆道：“我今后的半生我相信没有甚么阻挠，／我
要一任我的情性放漫地引领高歌。／我要唤起我们颓废的邦家、衰残的民
族，／我要歌出我们新兴的无产阶级的生活。”②

除了语汇上更加丰富、大量加入革命语汇外，郭沫若诗歌结构方式上也

有明显转变。文体转变来源于情感结构的转变，当无限膨胀的自我逐渐缩小

为与众多他我以及无产阶级对话的主体时，抒情语调随即变得平缓、成熟、

谦卑。诗人将其称为生命从病态中恢复和复活的过程：“但我现在是已经复

活了，复活了，／复活在这混沌的但有希望的人寰。”③ 在这样的情感结构的
嬗变中，“《女神》时期”的自我，通过精神与肉体双重痛苦的锤炼，成为

投入工人与农民构成的新群体中的新自我，亦即他我的形象。虽然诗人仍然

强调主体情感的高强度表达，但是情感力量不再仅仅来自个人情感，还来自

群体的革命激情和意识。身份认同的转变带来情感结构的转变正如郭沫若在

《诗的宣言》中所述：“你看，我是这样的真率，／我是一点也没有甚么修
饰。／我爱的是那些工人和农人，／他们赤着脚，裸着身体。／／我也赤着脚，
裸着身体，……／／我是诗，这便是我的宣言，／我的阶级是属于无产；／不过
我觉得还软弱了一点，／我应该要经过爆裂一番。”④

左翼时期，郭沫若文体结构转变的典型特征表现在抒情姿态上。 《恢

复》基本是每节四行，表现出形式结构上的减速，这源于诗人自我情感的收

缩与集体情感的扩张。诗人在耐心与节制中展开内心阶级苦闷与精神的呼

喊，诗句也逐渐蜕去 “《女神》时期”的短小、迅捷和力量，代之以耐心的

呼告、鼓动与对话表达。此时，郭沫若的诗歌仍始终存在 “自我—他我”

的对话结构，如 “‘我把地球拥抱着了，我是黑夜。’ ／‘你是黑夜，其实你
只抱着半边。’ ／‘抱着半边？唉，我倒要问你：／哪个爱人和爱人拥抱能够
抱全？’”；⑤ “月亮，你照在我的窗前，／我是好久没有和你见面。／你那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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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圆圆的面孔／和我相别好象有好几十年”；① “朋友，你以为目前过于沉闷

了吗？／这是暴风雨快要来时的先兆。／朋友，你以为目前过于混沌了吗？／
这是新社会快要诞生的前宵”。②

除了情感结构带来的文体变化外，其认识方式和想象方式也发生了很大

变化。认识方式与想象方式的变化，说到底是一种感受方式的变化，而恰恰

是历时性的感受方式的变化，促成了郭沫若文体观念和思想从自我向他我的

转变。要想深入理解郭沫若文体观的转变，必然要立足其感受方式的隐微变

化。李怡在讨论郭沫若诗歌的感受方式时，首先强调：“所有的丰富的思想

都不过是不同的个体之于世界与人生的不同的感受而已，如果没有这些感受

上的分歧与差别，我们所有的思想也就无法产生，思想史所以能够由思想的

复杂运动而成为 ‘历史’，是因为人类自己面对世界在不断地不可遏制地生

发新的感受，所谓的 ‘思想’其实就是对于这些新的感受的一种梳理与延

伸。”③ 这种感受方式的转变可从郭沫若诗歌两种题材的前后对比中得知。

一是爱情书写。在 “《女神》时期”，郭沫若的情感表达热烈、直接、

奔放，呈现带着 “五四”个性解放特征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且不说 《女神》

最初的创作动机和爱情经历紧密相关，单说 《瓶》这部诗集，即可看出郭

沫若对爱情的炽热与忧郁并存的情感表达，譬如 “姑娘哟，你远隔河山的姑

娘！／我今朝扣问了三次的信箱，／一空，二空，三空，／几次都没有你寄我
的邮筒”，④ “梅花，放鹤亭畔的梅花呀！／我虽然不是专有你的林和靖，／但
我怎能禁制得不爱你呢？”⑤ 到了左翼时期，郭沫若对爱情的想象发生了根

本变化，他开始拒绝从自我出发的个人化爱情，甚至将其视为病态：“我纵

有无数的爱人，／这于你有甚么紧要？／革命也是我的爱人，／你难道也要和
她计较？／／我与你并没有甚么怨尤，／姑娘，我只是不能爱你。／你何苦定要
和我寻仇？／你真是害了歇司迭里！”⑥

二是宇宙意象的想象。在 “《女神》时期”，郭沫若诗歌中出现大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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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意象，例如 《天狗》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天上的市街》 《星空》等，

它们或隐喻了敢于破坏、大胆创造的现代主体性的自我，或寄寓着诗人某种

超现实的浪漫想象。到了左翼时期，诗人对宇宙自然的想象转变为对农工、

对革命的情感，如 “我的眼中已经没有自然，／我老早就感觉着我的变迁；／
但你那银灰色的情感，／还留恋着我，不想离缘。／／……啊，我的心中是这
样的淡漠，／任有怎样的境地也难使我欢呼。／你除非照着几百万的农人／在
凯旋的歌吹中跳舞”。①

不管是语汇系统的更新，还是抒情结构、想象方式的潜在转变，郭沫若

在左翼时期的新诗文体实践都表明，他的新诗从自我表现式的 “我说”文

体转变为对话文体，也说明郭沫若深刻理解艺术与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正

如郭沫若在 《艺术家与革命家》中所言，“艺术家要把他的艺术来宣传革

命，我们不能论议他宣传革命的可不可，我们只能论他所借以宣传的是不是

艺术”；“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都是艺术运动，一切热诚的实行家是纯真的

艺术家，一切志在改革社会的热诚的艺术家也便是纯真的革命家”；“我们

是革命家，同时也是艺术家。我们要做自己的艺术的殉教者，同时也正是人

类社会的改造者”；② “我们并不是希望一切的艺术家都成为宣传的艺术家，

我们是希望他把自己的生活扩大起来，对于社会的真实的要求，要加以充分

的体验，要生一种救国救民的自觉。从这种自觉中产生出来的艺术，在它的

本身不失其独立的精神，而它的效用对于中国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③ 这

些表述虽然未必完全在郭沫若这一时期的创作中落实，但至少体现了郭沫若

在新诗文体探索上关于 “自我—他我”“自我—革命”的辩证思维。

（三）颂歌时期：④ 新诗文体观进入传统与现代的辩证时期

１９４９年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建设主题逐
渐取代了革命主题，人民当家作主取代个性解放诉求，新政权的建立取代革

命诉求。当新诗这一带有反叛性的现代文体失去了对手的时候，就极容易转

化为颂歌形式。郭沫若新诗文体的转变，同样没有超出这一历史逻辑。这种

转变当然和郭沫若的政治立场、文化立场以及文学观念紧密相关。新的政权

建立需要新的文艺形式去匹配其历史合法性，新诗作为现代文体的反叛、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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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性质素就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

颂歌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是肯定性的价值确认和整体性的修辞表达。

它总是指向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审美风格，在整体性的修辞结构中肯定抽

象性价值的合法性。颂歌进入新诗文体，要求语汇集中单纯、刚健明亮，结

构庄严、和谐与匀称，想象整体化和类型化。这在 《新华颂》 《百花齐放》

中得到了鲜明体现。

《新华颂》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对新中国的歌颂，但却较多吸收

了传统文体形式。语言上大部分用的是现代白话，偶尔用古体诗语汇。诗行

诗节渐趋整饬，大多每节四行，每行长度相近，韵律节奏越来越密集。严整

的诗歌体式、悦耳的韵律节奏、单纯的想象方式，创造出亲切明快、积极向

上、轻松活泼的文体效果，这与建国初期昂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社会精神风

貌完全契合。试看 《新华颂》第一节：“人民中国，屹立亚东。／光芒万道，
辐射寰空。／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生者众，物产丰，／工农
长作主人翁。”① 在这里，自然宇宙意象被赋予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通过

铿锵有力的韵律节奏实现了某种政治抒情的颂歌效果。郭沫若之所以采用古

典诗歌形式节奏来吟唱现代颂歌，是因为古典诗歌比较适合吟唱。越是单纯

集中的情感，越能通过这种诗歌吟唱的节奏韵律形式发挥更大的表达效果。

“五四”时期，郭沫若主张诗歌形式上绝对的自主与自由，是因为要表达个

人化的反叛精神情感。而 １９４９年后的颂歌承载集体性、类型化的意识形态
情感，这种情感带有很强的规约性和统摄性，内在地要求着形式感更强的文

体形式。这一点，在为了响应 “百花齐放”口号而创作的 《百花齐放》诗

集中，更是得到了极端化的体现。

《百花齐放》是郭沫若主要创作于１９５８年的诗集。这部诗集通过１０１种
花，② 托物言志，借物抒情，配合当时的文艺政策与历史现状，尤其是歌颂

１９４９年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也揭示了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这些诗歌表面上是标准的咏物诗，灌注的却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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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经验。这部诗集中的诗作在结构形式上，每节四行，每首诗两节，隔行押

韵；在想象方式上，表面上写的是各种花卉的特征，实际上却有着内在的隐

喻特征。

尤其是压轴的那首不起眼的 《其他一切花》，充满着郭沫若特有的指东

说西、举重若轻：“旧诗的诗句：‘花如解语还多事’，／咱们今天都成为了
多事的花花。／一百张花的大字报怕有人嫌多，／咱们只想鼓足干劲，不想再
多话。／／大字报中有好几处提到了诗人，／遵守的方针是要团结，也要批
评。／希望新旧的诗人们都不要多心，／手携手地力争上游，不断地革命。”①

通过这种独特的文体实践，郭沫若实现了传统形式与现代主题的有机融合，

实现了特殊政治气候下新诗文体的动态回旋，在服务于时代颂歌表达的同

时，借助传统诗文意蕴与当下政治话语空间的张力，传达出现代诗人在当代

的复杂处境，或者也是另一种老年郭沫若的云淡风轻。

从这个意义上看，郭沫若在１９４９年后的新诗文体实践，无疑同时表现出
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辩证性特征。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亦即这种对传统与现代

的双重妥协，忽视了新诗作为现代文体的独特性与可能性。郭沫若在颂歌时期

的创作，有时候甚至过分沉陷在这一逻辑陷阱中，反而使其日益丧失了对新诗

文体探索的内在动力和历史先锋基因。这也是 “长期存在于 ‘新诗’发展中

重视内容而忽视艺术，造成写作与阅读的简单化倾向”② 的老毛病与新表现。

三、异路新花：对郭沫若新诗文体实践的反思

众所周知，新诗是在古典诗歌传统、西方现代诗歌与现代中国经验的交

叉地带萌生、演变而成的。它既存在于历史的逻辑中，又蕴含着复杂扭结的

矛盾。郭沫若的新诗文体实践亦如此，它是历史的产物，紧扣历史语境的脉

搏，创造了开放自由的新诗文体观。但另一方面，与时代的同步性也带来新

诗先天的缺陷，即被时代风潮和历史语境宰制，丧失艺术的独立性和本体

性。郭沫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新诗文体观转向，内在动力是历史语境，而非

诗歌本体，这造成其新诗文体实践缺乏内在逻辑线索与结构。一旦历史语境

发生转换，郭沫若始于 “五四”时期的新诗 “破体”创造就不得不成为随

时俯仰的 “变体”，从而丧失了文体艺术本体意义上的先锋性，他的新诗实

践自然也就失去了艺术逻辑的有机性。

因此，诗歌文体上的局限性必须从文体的本体上，亦即从形式规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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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思和时代语境上加以反思。在新诗文体的形式规范层面，郭沫若的局限

性在于他在诗歌形式上的自觉始终是作为时代语境的附庸存在的。他的诗歌

形式上的实践往往是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媒介存在的。诗歌形式本身在他那里

缺乏艺术本体性的地位。在个体情思层面，同样存在一种失衡状态。在

“《女神》时期”，郭沫若的个体情思是最为强烈的，在他这一时期的文体实

践中，个体情思征服了形式规范和时代语境，但是到了左翼时期，自我逐渐

萎缩蜕化，逐渐丧失了对诗歌文体形式规范和时代经验的驾驭能力。到了颂

歌时期，可以说时代语境造成的社会政治观念完全支配了郭沫若诗歌的形式

空间和个体情思空间，造成语言匮乏、形式板结、情感单一。总体来看，郭

沫若诗歌存在的局限性集中到一点就是在文体实践中，形式规范、个体情思

与时代语境之间的失衡。一种成熟的现代诗歌文体必然呈现以上三者之间有

机统一和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 “变体”的前提，又

是 “破体”的动力，构成了新诗文体乃至文学文体生成的内在机制。

尽管对郭沫若的评价出现两极化倾向，要么是在艺术上的否定，要么是

在诗歌史意义上的肯定，但不管哪种理解与评价，都未能给予他在新诗文体

现代进程中基于诗歌本体意义的清晰界定，也缺少思想史维度上的理解与同

情。新诗文体观的形成固然与时代经验紧密相关，但与此同时，诗歌作为独

特的想象和建构世界的方式，有其超历史的维度与可能性，也有附着于时代

与人的形而下基础和无奈之处。

当然，诗可以介入历史，但终归要高于历史，它在本质上仍是朝向未来

与可能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诗又是超越历史的。纵观郭沫若新诗文体观的

生成与发展过程，如果说诗与 （历史的、情感的、个人的、社会的）存在

之间理应是对话的生成空间，是存在之思朝向未来无限可能性的开放空间，

那么郭沫若的新诗文体观无疑算得上是现代汉诗从 “迅速转化中的传统社

会”通往 “日趋以大众传播和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现代社会”① 的新诗 “异

路”② 的探索。在这个意义上，同样属于 “奇崛而平实的写作方式”③ 的郭

沫若新诗文体实践自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价值和文学意义。

（责任编辑：陈华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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